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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异质性及形成机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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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场域，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沿阵地。文章选

取三批次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长江流域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整体上看，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异质性显著，呈

现“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布格局，区位上为“上散中聚下疏”的特点，空间密度呈“一核心、两次核心”的分布

形态。(2)分批次看，三批次的空间密度特征差异显著，从第一批到第三批，长江上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不断增

多。(3)空间族际特征，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上呈现“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多民族共生格局。

(4)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交互影响，其时空分异是

“自然生态—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人地系统下的一种和谐共生状态，表征着一定的环境适应性和长期形成的

人地协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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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少数民族人口相对集中且占比较高，以农业人口为主
[1]
，生产生活设施与功能较为齐全，民族文化性特

点显著，聚落特征明显的自然村或行政村
[2]
。其作为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传统文化的基因库、民族历史文化和人文情怀的集中

体现地、传承与弘扬少数民族精神文化的主要场域
[3,4]

，对建设少数民族精神家园、增强文化自信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

着关键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及现代化的加速推进，部分村寨自然生态不断遭到破坏，原始风貌逐

渐消弭，民族文化底蕴日渐消解
[3,4]

，少数民族村寨面临剧烈的重组、分化、开发及保护等一系列问题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保护传统村落、民族村寨和乡村风貌”，表明新时代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利用和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探究其空间分布、演化特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对准确评定、加强保护和

科学开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作用重大，对推动乡村振兴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从概念确定到建设实践均引发了学界、政界的关注，研究成果也日

趋丰富。国外将少数民族村寨称作民族社区或民族聚落，其研究最早出现于 1970 年代，研究内容侧重民族社区变迁、民族社区

开发与保护、民族社区种族问题、民族聚落文化保护、民族聚落旅游与开发
[6,7,8,9,10]

等方面。国内学者围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研

究主要聚焦以下 4 个方面：①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景观基因构建及居民感知。如刘沛林等学者从景观基因的视角，构建出聚族而

居、向心性强、自我防御、尊重环境的少数民族聚落景观特征
[11,12]

。②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包括投入水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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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选择、建设进度、建设达标率、投资效率 5 个一级指标，也有从文化视角以民族文化存量、民族文化价值、民族文化转化条

件、民族文化受益主体等构建少数民族村寨认定指标体系。③少数民族村寨扶贫开发模式与路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旅游开发需

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推广教育扶贫，充分考虑村民的利益分配问题，注重挖掘、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以文化产业带动村寨发展
[13]

。④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特征。学者分别从全国[3,4]、区域、省域（聚焦贵州省、四川

省、云南省）
[14,15]

视角探究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特征，揭示出我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总体呈集聚分布态势，由西南地区

向西北地区逐渐减少。 

综上，国内外学者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研究主要运用民族学、经济学、地理学的方法，研究尺度多聚焦国家、省域层面，

以省为行政边界研究居多，虽有学者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地域空间格局
[14]

，依然是以省为界，未充分考虑长

江的流域性和自然地带范围的准确性，也不利于深入探究地域环境的异同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影响。本文就跨流域

而居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异质性及形成机理进行探究，意在打破行政边界，充分考虑同乳共生的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性，

旨在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然流动，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流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运用空间分析、地理

探测器、叠加分析等方法，使用地理探测器时突破现有研究，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模型更好地估测各因素的影响力大小；

研究内容上，本文将揭示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行政分布、生态分布、族际分布等特征，尤其对族际分布特征进行刻

画有助于更好理解民族迁徙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多民族共生格局，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选取影响因素时，从

宏观上考虑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微观上借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评价指标体系，以期推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科学评定与

合理开发，为保护传统村落、民族村寨和乡村风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供借鉴。 

1 研究区域与材料 

1.1 研究区概况 

长江流域位于 24°27'N～35°54'N 与 90°33'E～122°19'E 之间，包括长江干流与支流流经的区域，横跨我国东、中、西

三大经济区，总面积达 180万 km2，是世界第三大流域。地形呈多级阶梯形，地貌多样，年平均气温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年

降水量时空分布不均匀，自然资源丰富，上中下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既是滋润万物的生命之

水，更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呈现的现实载体，是多元文化的发源地，是民族特色文化资源的诞生地。依托长江在流域形成了

青藏、巴蜀、滇黔、湖湘、荆楚、皖赣、吴越和沪上等丰富文化形态
[16]

。如此独特的自然地理区位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为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提供条件，为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格局的形成奠定基础。 

为了提高结果精确性，将长江流域所包含的地级市作为研究单元。确定地级市划入长江流域的原则遵循以下四点
[17]

：①地级

市位于长江流域内面积占其市域土地总面积超过一半；②位于长江流域内面积占其市域土地总面积的比重虽然不足 50%，但其城

区主要位于长江流域内；③若①、②不满足，但市域在长江流域的生态地位极其重要，如格尔木、昌都和大理，也将其归为长江

流域；④若①、②、③均不符合，但是位置紧靠长江干流沿线，也将其纳入研究范围，如滁州和扬州。由此确定研究范围为长江

流域的 105 个地级市，上游、中游、下游分别包含 37、49、19 个。 

目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所有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共计 1652 个，位于长江流域的为 646 个，占比高达 39.16%，进一

步说明探究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异质性具有现实意义。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官网（http://www.seac.gov.cn)2014、2017、2019 年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利用 Google Earth 获取各民族村寨的空间位置信息，经济社会数据主要来源于长江流域各省份 2020 年统计年鉴、

政府官网，部分缺失数据通过各地 2019 年统计公报获取。分辨率为 30 m 的中国 DEM 数字高程数据、河流水系、气温、降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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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地球科学数据共享中心（其中降水、气温数据为 1991—2020 年 30 年的平均值）。 

2 研究方法 

2.1 空间分布特征研究方法 

2.1.1 平均最近邻指数 

平均最近邻指数（Average Nearest Neighbor,ANN）是判断点状要素空间分布模式的常用方法之一
[18]

。 

2.1.2 Voronoi 分析法 

Voronoi（泰森多边形）分析法用来判断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点空间分布模式及其优化[18,19]，运用 Voronoi 图中的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进一步验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点的分布模式。 

2.1.3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在概率论中用来估计未知的密度函数，属于非参数检验方法之一，用于

离散数据的连续性表达，分析聚落空间分布密度，以反映不同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分布的地域差异性
[3]
。 

2.1.4 标准差椭圆分析法 

使用标准差椭圆可从全局的、空间的角度定量解释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中心性、展布性、方向性和空间形态等整体

性特征。通过椭圆空间分布范围和中心、长轴、短轴、方位角等基本参数的定量描述探究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特征。 

2.2 空间分布异质性影响因素研究方法 

2.2.1 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模型 

①最优参数选择。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并揭示其驱动力的方法
[3,20]

。通过空间数据离散化确定空间分层异质性的最

佳尺度是运用地理探测器的关键环节
[21]

。判断离散化分类效果可通过地理探测器的 q 统计量来评价，q 值越大分区效果越好
[20]

。 

②地理探测器方法。在选择最优参数的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揭示村寨空间分布特征的驱动力。 

2.2.2 叠加分析 

运用叠加分析方法，甄选河流水系、海拔高程、气候特征与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位置进行叠加，旨在明晰影响长江流

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异的自然因素。 

3 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特征 

3.1 整体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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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平均最近邻指数计算结果，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平均观测距离为 18.07 km，预期平均距离为 30.72 km，最邻

近比率为 0.59，小于 1，且 Z 得分为-20.02，测试的置信区间为 99%,P 值小于 0.01，说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空间上为凝聚分

布态势。②整体分布特征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图 1），集中分布在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表现为“上散中

聚下疏”的特点。③结合 Voronoi 的结果，其变异系数 CV>64%，进一步说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表现为凝聚分布特征，且在黔东

南、湘鄂渝黔交界地带呈现高度凝聚态势，在滇西、川西北形成次凝聚态势（图 2），由此看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多分布于少数

民族人口众多、生态保护较好、城镇化水平较低以及人居环境优美的黔东南、鄂西南、川西北、滇西地区及湘鄂渝黔交界处。 

 

图 1 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图 2 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泰森多边形分析图    

Fig.2 Voronoi analysis diagram of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3.2 空间密度特征 

①第一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空间上形成“条带状”高密度核心区，一个核心辐射区，一个次核心区和多个“团块状”的散

型分布区（图 3a）。“条带状”高密度核心区位于湘鄂渝黔交界处，核心辐射区以高密度核心区向四周（除了西南方向）“圈层”

式展开，次核心区位于滇西片区，其他呈“团块状”散型分布。②第二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空间上呈现“半圆形”高密度核心

区，一个核心辐射区（图 3b），“半圆形”高密度核心区位于黔东南地区，此外，第一批部分“团块状”散型分布区连接成线，

将陇川滇黔连接起来，形成次密集绵延带。③第三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空间上呈现“条带状”高密度核心区，“椭圆形”次核

心区，两个核心辐射区，一个“团块状”分布区，“山”字型趋势的分布特征（图 3c）。“条形状”的高密度核心区位于湘黔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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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并向渝鄂交界处形成核心辐射区，“椭圆形”的次核心区位于川西北（阿坝—绵阳一带），并向四周形成“圈层式”的核心辐

射区，两个核心辐射区将湘鄂川滇黔连成绵延带，一个“团块状”位于青海玉树。④总体来看，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

分布密度异质性明显，形成“一核心、两次核心，‘山’型”的空间分布形态（图 3d）。“一核心区”位于中游原始生态保存完好、

苗族人口众多的黔东南地区，“两次核心区”位于上游的山水美、环境美、民族风情浓郁的川西北和滇西北地区，高密度核心区、

核心辐射区及两次核心区连接成绵延地带，在空间上呈现条带状连片集聚的分布格局，这与藏彝民族走廊、南邻民族走廊部分段

相吻合，是长江流域滇黔、巴蜀、青藏、湖湘等民族文化深度交融和各民族长期杂居、共生共荣的结果，是自然地理、迁徙历史

和人文地带性特征的映射。 

3.3 空间关联特征 

结合标准差椭圆分析结果进一步明晰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关联特征。第一批到第三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椭

圆范围包含了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主要聚居区，且从第一批到第三批椭圆周长、面积不断扩大（表 1），第三批覆盖了

长江上游更多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说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评选范围扩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发展表现出扩散趋势。从移动

轨迹看，椭圆中心点从贵州向西南—西北方向移动到四川，具体从长江中游的铜仁境内移到上游的遵义境内再到泸州境内（图

4），整体上集聚区域向西移动，南北方向移动的幅度小于东西方向移动的幅度。总体上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呈现的空间演化特征说

明原始生态保存更完好的长江上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不断被发现和保护。 

3.4 空间族际特征 

民族类别统计结果显示长江流域苗族特色村寨最多，占比为 24.73%，主要分布在黔渝湘鄂等地；其次是土家族特色村寨，

位于渝湘鄂等地；再次是彝族特色村寨位于川滇交界区；藏族特色村寨，主要位于川西北地区；侗族特色村寨主要位于黔东南地

区；回族特色村寨散落于苏皖陕川地区；羌族特交错杂居”的空间分布格局（图 5）。此外，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

族际演化特征与民族文化形态的历史演变高度关联。如占比最多的苗族在公元三世纪就生活在楚国统治的“三苗”之地，即今洞

庭湖一带，而后溯沅江而上向西到达黔东南，而侗族来自广西梧州和江西吉安，经过漫长的历史交往与交融，两个民族在黔东南

相间分布
[22]

，这与目前在黔东南以及湘鄂渝黔交界地带形成的苗族、侗族特色村寨聚集区高度关联。各民族人口交错色村寨主要

聚集在川西北地区；白族特色村寨主要分布于滇西大理白族自治州；瑶族主要分布于湖南境内，在郴州、永州、邵阳一带呈“线

状”分布；畲族特色村寨主要位于江西境内；布依族特色村寨主要在贵阳；仡佬族特色村寨主要位于遵义；多民族共生特色村寨

主要位于滇黔赣一带；其他民族类别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较少，呈零星分布状态。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族际特

征映照了流域的青藏、巴蜀、滇黔、湖湘、荆楚等民族文化形态，流域的青藏、巴蜀、滇黔、湖湘、荆楚等民族文化引领着村寨

的布局和建设。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各民族经过迁徙、定居与融合，呈现“大杂居、小聚居、杂居致使民族聚落形成多民族共生

格局，便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
[23]

，也有利于民族团结进步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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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核密度分析图    

Fig.3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图 4 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标准差椭圆分析    

Fig.4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of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表 1 长江流域不同批次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标准差椭圆参数值   

Tab.1 Parameter values of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of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in different group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4 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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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自然因素 

4.1.1 河流水系 

河流是早期民族村寨选址和定居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 ArcGIS 中的 Buffer 工具对五级河流进行缓冲分析，在 10 km 和 20 

km 缓冲范围内，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分别为 524 和 608 个，10 km 范围内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随距离增加数量增多，其增加幅度大

于 10 km 范围外的增加幅度。结合河流水系叠加分析（图 6），可看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水系指向性强，“亲水性”特

征明显，大多依水而建，近水而居。上游，主要分布于金沙江、澜沧江、嘉陵江、岷江、大渡河流域；中游，主要分布于长江干

流与支流乌江、沅江包围地带；下游，零星分布在赣江、湘江、太湖流域。但因长江流域上中下游河流水系特征差异显著，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上中下游的分布特征也存在明显不同。上游水流湍急，落差大，干支流年径流量大，水能资源丰富；中游河道弯曲，

水流流速放缓，易形成泥沙淤积；下游水流平稳，江面开阔，易发洪涝灾害。因此，过去民族村寨主要分布于上游，也导致现在

上游是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最多的地区。水是生命之源，生物之母，是孕育万物的乳汁，水随山而行，山界水而止，村落与水息息

相关。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迁移走廊”，也基本遵循近水而居，在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的嘉陵江、岷江流域，随着各

民族不断迁徙与融合，形成了羌—藏—汉—回多民族聚居区
[25]

。河流水系是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为人类生存提供物质生产的重

要基础，也为村寨对外交流创造便利通道。 

4.1.2 地形起伏度 

地形是影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4]
，素有“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的说法

[40]
。长江流域地势西高东低，

由河源至河口，总落差超过 5000m，跨越我国地势的三大阶梯。通过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分布的海拔高程和地貌类型的分析，发现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主要分布在海拔 500～1500 m 处，占比为 62.15%，再借助邻域分析和栅格计算地形起伏度，发现在起伏度 70～

200 m 处的山区、丘陵地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分布较为集中，占比 45.26%，结合地势分析，在地势较高的云贵高原、横断山区、

大巴山区、武陵山区分布较为集中，在四川盆地、长江下游平原分布较少，呈现“平原低密度—山区高密度”的总体特征（图 7）。

受垂直地带性影响，地形海拔高程差异形成了具有梯度差异的气候、环境和地质条件，造就了特色各异的村寨聚落结构。原因考

虑：一是在中高海拔的山地地质结构复杂坚固，能为村寨的建造及人类的生存提供安全保障，而在丘陵、盆地一带，地势低洼，

地形单一，过去难以提供人类生存所需物质；二是地形梯度差异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导致少数民族村

寨与外界交流不畅，从而直接或者间接地保存了较为完好的村落结构和原始的民族文化。 

 

图 5 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族际分布    

Fig.5 Spatial and ethnic distribution of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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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与水系叠加分析    

Fig.6 Overlay analysis between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and river system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图 7 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与海拔叠加分析    

Fig.7 Overlay analysis between ethnic groups'villages and terrain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4.1.3 气候条件 

气候差异决定区域内气温和降水的不同，而气温和降水是民族村寨选址和布局的重要参考因素
[3]
。通过气温叠加（图 8）、降

水叠加分析（图 9），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主要分布于气温和降水适中的地区，在年均气温 8～17℃区域分布最多，占比高

达 72.23%，在年均降水 1000～1500 mm 的地方分布最为集中，占比 63.37%，结合气候区于亚热带季风区居多，少数位于高原山

地气候区。这与民族起源、世居民族的住宅选址密切相关，住宅地通常分布在自然灾害较少、适宜农作物耕作的地区，而气温和

降水适中的地区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相对较少。同时，气候条件也是民族迁徙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过去民族迁徙可能因为

原居住地生产力水平受到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限制或者当地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凸显）导致无法提供充足的食物，而向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迁徙（属于经济社会福祉追求型），也可能迁入少数民族占比高的地区（属于民族认同福祉追求型）
[26]
，但两

种迁入形式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迁入地的气候条件。 

4.2 人文因素 

4.2.1 影响因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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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河流水系、地形、气温、降水等自然因素对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分布产生影响外，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

特征还受到经济社会人文等因素影响。自然地理环境影响着民族起源和世居地选择，但自然环境对民族分布的影响将逐渐让位

于人文环境
[26]

。本文宏观上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出发，微观上参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评价指标体系，并充分借鉴王兆峰、陈

国磊、覃小华等的研究成果[3,4,14]，再结合长江流域发展实际及指标数据的科学性、可获取性、关联性和可操作性，从经济、

社会、文化、生态、政治 5 个目标层出发，建立 26 个三级指标（表 2），探测人文因素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分布的影响。人文因

素选取考虑：经济因素从经济增长与生活水平考虑，选取经济规模、经济增速、人均消费等指标；社会因素选取人口规模、城镇

发展、交通条件等；文化因素选取教育水平、资源禀赋、文化环境等；生态因素从生态环境质量考虑；政治因素主要从政府角度

考虑，政府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投入和扶持力度等。 

4.2.2 影响因素分析 

4.2.2.1 最优参数选择 

不同的空间离散方式和不同的区间数量组合方式 q 值的差异较大
[34]

。在 ArcGIS 中因子重分类时选择不同的分类方法及不同

的区间数量再通过地理探测器运行出来的 q 值差异较大。因此表 3 中对应的 q 值是自然间断点分类法、几何间隔分类法、标准

差分类法、分位数分类法多次实验筛选出的 q 值，以其较好的一次实验结果作为地理探测器运行的基础数据，最后将 5 种方法

中最优结果的 q 值平均值作为分析依据，进一步增强准确性。 

 

图 8 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与气温叠加分析    

Fig.8 Overlay analysis between ethnic groups'villages and temperatur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图 9 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与降水叠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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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9 Overlay analysis between ethnic groups'villages and precipit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表 2 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异质性影响因素地理探测器分析   

Tab.2 Geographical detector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ethnic 

groups'villa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4.2.2.2 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地理探测器的单因子探测得知，各因子对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均有显著影响，p 值通过检验，五大目

标层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影响大小依次为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生态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在 26 个单因子探测基础上进行因

子间的交互作用探测，发现影响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因素并不独立，而且五种方法实验出来的结果均反映出

26 个因子对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交互影响呈现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 

①经济和社会因素。经济社会发展是推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繁荣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保护与开发的基石。经济因素中，人均 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解释力较强，良好的经济基础是村寨开发和保护的前提，村

民的收入保障是村寨持续存在的先决条件，但经济因素的综合解释力并不是最强的，这与经济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分布较少相吻合，可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易受现代化的冲击，传统民族文化易被破坏。社会因素中，少数民族人

口及其占比的解释力很强，分别为 0.642、0.512，此外，少数民族人口、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与其他因子交互频繁，且因子交互

作用值均大于 0.800，体现出民族人口分布对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整体作用力较强。长江流域上中游地区为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集中分布区，与其少数民族人口集聚分布高度相关。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解释力为 0.392，说明城镇化的推进，占用了部

分村寨用地，对村寨空间布局产生影响。普通等级公路里程的解释力为 0.487,说明交通便利性对民族特色村寨的分布起着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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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与中心城市距离较远，相对落后的交通网使其原始风貌得以延续、留存
[3]
，“地理阻隔效应”

发挥作用，但相对落后、闭塞的地理环境和较弱的外界联系，在保留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原始风貌的同时，也使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容小觑的挑战
[27]

。如黔东南、滇西、川西北的少数民特色村寨在保留了原真民族形态的同时面临着村寨

如何振兴的现实问题。 

②政治和文化因素。政府的支持、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少数民特色村寨内涵式发展的外在驱动力。政治因素中，人均地

方公共预算支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提及“村”的频数的解释力不强，虽然政府对村寨建设的投入力度一

定层面决定了村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程度，但政府单方面的影响力较小。文化因素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解

释力为 0.535，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数的解释力均接近 0.400。不难发现，民族文化

是引领村寨良好发展的持续动力，也是民族村寨充满活力与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既凝结着区域深厚的空间历

史，又承载着区域多样的历史文化空间，是空间上的“点”，但蕴含和诉说着空间历史上“面”的信息。湘鄂渝黔交界地带是土

家族、侗族、苗族等民族村寨集聚地，同时也是湖湘文化、荆楚文化、巴渝文化、黔文化的重要呈现地，民族文化资源的分布影

响着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格局。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的解释力为 0.347，说明教育是村寨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高

素质的村民是村寨发展及文化传承的核心引领力量。 

③生态因素。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持续发展的直接驱动力。长江流域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为流域民族文化

的呈现提供“肥沃的土壤”。自然因素河流水系、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自然生态因素是影响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

布的重要因素，以河流水系、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为自然基础的生态环境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提供特有的自

然地理环境。森林覆盖率、PM2.5 浓度的解释力均超过 0.300，长江流域上中游地区森林覆盖率高、植被繁茂、生态环境良好，

有利于民族村寨集聚和少数民族繁衍生息，可为聚落发展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良的生产条件，同时，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和

生存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正成为向往之地。 

4.3 形成机理 

通过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分析得知，较高比例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区、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地带、生态环境良好地区以及资

源禀赋条件优越的区域，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集聚分布区。可见，长江流域少数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受到自然、经济、社会、文

化、生态等多重因素交互影响。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时空分异是“自然生态—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人地系统下的

一种和谐共生状态。进一步借助生态学共生理论
[28]

，阐释人地系统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格局形成机理（图 10）。研究发现：

①自然生态共生：在以河流水系、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自然生态要素为基础构筑的自然生态环境单元中，山、水、林、田、湖、

草、海、天等要素在和谐发展、协调统一和保护与延续中共同塑造了适宜少数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空间，人们在此定居以维持

生存与发展，与当地“天蓝、地绿、水清”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呈现协调的共居共生格局。如云贵川等地是少数民族起源和诞生

的主要区域，其地貌多样性决定了自然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为人类生存提供多种可能性，同时，山川阻隔导致各民族原

真地保持了各自的民族风貌，降低民族种类数量减少的可能性。如今，这些地方依然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集中分布区。②经济社

会共生：在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集聚地，人口、社会与经济在争夺或共生、外流或内聚及抑制或促进中共同组成了人文社会单

元。在人文社会单元中，由于血缘关系、宗教信仰等相同的群体意识形态导致村落集聚分布；也可能为了生存出现资源争夺、血

缘关系离散，出现人口外流，并在新的地方形成新的业缘关系导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分散布局；还可能因为交通便利、信息技术

发展、时空距离压缩而使生活工作交流频繁，出现跨区域、跨民族结姻缘等导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互嵌分布，经过集聚、分散、

互嵌等过程，最终与经济社会共生。③“政治和文化”共生：在具有自然资源、民族文化资源优势的地区，地方政府政策安排、

资金投入、资源整合与配置、特色产业打造等推动着村寨发展，为村民的生活、生产创造适宜的人文空间，也可能因为当地人口

增多，人地矛盾凸显，少数民族人口迁入与迁出并存，推动着民族村寨的集聚、分散布局，经过迁入、迁出、集聚、分散、融合

等过程，以及各民族文化的涵养、辐射、交融等，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布局应与当地的政策文化环境相适应、相协调。④自然生态

—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共生：在“自然生态—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交互耦合中形成“人和”的地域单元，使得长

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上呈现“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上游以彝族、藏族、白族、回族、苗族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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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居分布，中游以土家族、侗族、苗族等为主集聚分布，下游以回族为主稀疏分布，整体上，形成文化互嵌与共享的多民族共生

格局。这样的多民族共生格局是在一定自然地理条件基础上，不断与自然地理环境适应、阻碍、共存，在民族政策、民族认同、

生活追求的驱动下，经过繁衍、迁徙、定居，在经济—社会—生态—文化—政治等多重因素交互影响下形成的。共有的自然环境

是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基础，国家的民族政策、充满活力的经济环境、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民族关系良好发展的关键，对多元

一体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核
[23]
。长江及以长江为纽带形成的经贸合作关系、人文交流关系将局限于不同地

形地貌的小区域族际关系连接成大区域内的共生关系，推动着长距离、大范围多民族共生关系建构与发展
[29]

，同乳共生的民族特

色村寨呈现出人地系统协调下的多民族共生格局。 

 

图 1 0 人地系统下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格局形成机理    

Fig.10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ethnic groups'villa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under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本文运用平均最近邻指数、Voronoi、核密度、标准差椭圆、叠加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三批次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空间分布特征及形成机理。结论如下： 

①整体上看：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异质性显著，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布特征。区位上呈现“上散中

聚下疏”的特点；空间密度呈“一核心、两次核心，‘山’型”的分布形态；在黔东南以及湘鄂渝黔交界地带呈现高度凝聚态势，

在滇西、川西北形成次凝聚态势。总体看，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多分布于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城镇化水平较低和生态美、

山水美、环境美、民族风情浓郁的黔东南、鄂西南、川西北、滇西及湘鄂渝黔交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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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分批次看：第一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湘鄂渝黔四省交界处呈凝聚分布态势，在湘鄂渝黔交界处形成高密度核心区；第二

批在黔东南呈高度凝聚分布态势，并形成“半圆形”高密度核心区；第三批集聚区相对分散，形成以黔东南、阿坝、滇西为核心

的集聚区，在湘黔交界处呈现“条带状”的高密度核心区，在川西北一带形成“椭圆形”的次核心区。从标准差椭圆分析结果看，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发展表现出扩散趋势，原始生态保存更完好的长江上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正不断被发现和保护。 

③空间族际特征：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上呈现“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形态。苗族特色村寨最多，

主要位于黔渝湘鄂等地，其次是土家族、彝族、藏族、侗族、回族、羌族、白族、瑶族、畲族、布依族、仡佬族、多民族共生特

色村寨。整体上形成多民族共生格局。 

④影响因素：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同时还受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重人文

因素交互影响。自然因素方面，其空间分布“亲水性”强，受地形影响明显，呈现出“平原低密度—山区高密度”的特征，不同

的气候条件影响着民族特色村寨的聚落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人文因素方面，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其中民族分布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起着决定作用。 

⑤形成机理：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基于生态学共生理论，阐释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长江流域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是血缘、业缘、地缘的综合使然。在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与自然环境博弈，可能适应或受到阻碍，

直到与环境共存，经过繁衍、迁徙、定居，最终在以长江为纽带的地理空间上交错杂居，在经济上彼此依存，在文化上交相辉映

与深度交融，在生态上相互牵制，其空间演化特征反映着人地关系的演变，“人”与“地”通过“适应”和“阻碍”双重效应，

形成人地系统下的与“自然生态—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共生的多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格局。 

5.2 启示 

①结合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特点来看，其空间异质性显著，上中下游空间分布特征各异。在发展过程中可秉

持两条原则：一是整体推进，实现民族村寨均衡发展。视长江流域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为一个有机整体，建立上中下游的协调发

展机构，突破行政界限和空间限制，实现上中下游资源、资金、技术、人才互补；协调好流域村寨建设与保护之间的关系，深度

挖掘民族特色村寨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科学价值，打造长江文化品牌，实现跨区域联动发展。二是重点突破，实现上中

下游民族村寨差异化发展。上游以川滇渝黔的藏族、白族、彝族、苗族村寨为主重点打造，以阿坝、甘孜、大理、楚雄、重庆、

毕节、贵阳等为上游民族特色村寨的典范区并带动周边村寨发展。中游以湘鄂黔的苗族、土家族、侗族村寨为主重点打造，以黔

东南、恩施、湘西、铜仁、怀化等为中游民族特色村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区。下游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分布较散，位于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的苏浙皖陕地区，以回族村寨为主，应注意进一步挖掘村寨特色文化，防止因城镇化、现代化的推进而使民族特色淡化和

泛化。 

②结合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来看，民族人口分布及民族文化的存续是决定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形成的多民族共生格局既体现着长江流域地域环境的特殊性，也表征着经济社会环境营造的一

般性，是人地系统下与“自然生态—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共生的结果。推动民族村寨振兴需从空间分布的形成机理考虑：

一是以一元多体的中华文化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通过民族节日与民俗的共享、族际通婚、民族政策的调适与优化

等，推动共有文化格局、地理共生格局、社会认同格局的发展。二是充分利用流域资源禀赋，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如非遗产业、

手工产业、旅游产业、种养殖业等，将民族资源转化为生产力，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留住人才，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以利益共

同体巩固文化共同体。三是加大投资力度，进一步完善村寨基础设施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增强村寨可进入性，提高当地的医疗

教育水平，增强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四是注重村寨自然生态保护，一方面提升村民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现代科技，

低成本、绿色化处理村寨生产生活污水、垃圾等，留住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推动长江流域有效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现实中影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综合因素可能因地而异，本文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治 5 个目标层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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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26 个三级指标，探测人文因素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影响，虽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作了拓展和深化，但影响因

素选取的不同研究结论可能也稍有差异。此外，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分布和发展情况可能需要深入村寨进一步研究，理论探索与

实地调研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进而探究村寨的空间分布特点及影响因素，为村寨分布格局的优化和村寨振兴提供针对性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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